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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补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优先保护区识别
———以北京怀柔区为例

朱　 玥１，李　 果２，∗，赵彩云２，高晓奇２，罗遵兰２，孙　 光２，王　 平３，胡晓生３，肖文宏４，
董文攀５，刘浩宇６

１ 北京市怀柔区生态环境局， 北京　 １０１４００

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２

３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５５

４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５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６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要：国家与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内容。 为获取以提升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为目标

的规划单元组合， 构建了一套基于物种组成互补性排序与概率抽样原理的优先保护区判识算法。 并在优先保护区筛选过程

中， 融合物种保护重要级加权处理与栖息地面积保护目标设定， 强调了对高保护重要级物种与局限分布物种的栖息地保护。
以北京怀柔区为案例区， 针对该区域内 ２２２ 种国家 ／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运用上述算法识别了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分

别达到 ８０％、９５％和 １００％的优先保护区。 这些优先保护区的面积占怀柔区全区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５．９２％、９．１０％和 １０．８３％。
通过优先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的叠加分析， 发现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空缺主要分布在雁栖湖与怀柔水库周边区

域， 以及怀九河上游地带。 与基于热点区域的优先保护区识别方法相比， 本文方法选取的区域更具代表性和成本效益优势，
能有效支撑提升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的目标。 但本文方法识别的优先保护单元具有离散的空间分布格局， 这体现了不同物种

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 鉴于此， 优先保护单元上的就地保护应同区域生态空间保护紧密结合， 在加强重点保护物种关键分

布区管护的同时， 进一步减缓区域人类活动带来的干扰与保护压力。
关键词：重点保护物种； 公里网格； 互补性排序算法； 优先保护区； 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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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对维持生态系统完整性及其功能具有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但通常面临较高的消失

风险， 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焦点对象［１—２］。 ２０２１ 年， 新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名录》先后发布。 全国多地多部门均制定了提升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相关的目标。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战略与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３０ 年）》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陆生野生植物物种数保护

率均达到 ８０％左右。 在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中， 如《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２０２１—
２０３５ 年）》要求北京市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率至 ２０２５ 年达到 ９５％、至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１００％。 各地对地

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的保护要求也不断加强。 为提升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 识别重点保护物种

优先保护区并填补保护空缺至关重要。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也强调了空间规划（行动目标

１）及保护“对生物多样性特别重要的区域”（行动目标 ３）对实现 ２０５０ 年愿景的关键作用。
在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规划中， 互补性算法是应用最广泛的算法［３］， 其理论基础源于 β 多样性的概

念［４］。 由于实践应用中生物多样性保护往往面临成本约束， 因此互补性成为优先区选址决策的重要考量。
但在具体应用中， 需针对研究设定的特定目标开展互补性评估。 例如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的算法通过评估特定分析单

元未被纳入保护网络时物种分布的边际损失来辅助决策［５］； 而 Ｃ－Ｐｌａｎ 的算法则是评估特定分析单元未被纳

入保护网络时整体保护目标（如物种栖息地面积保护目标）的实现难度增加情况［６］。 然而， 就提升重点保护

物种保护率这一核心目标而言， 回归互补性算法的原始要义， 即根据区域间物种组成差异性进行优先区选

址优化， 如利用基于互补子集原理的排序算法（国内有研究者也称之为 Ｄｏｂｓｏｎ 算法， 本文简称为互补性排序

算法）， 具有更明确且重要的实践意义。
互补性排序算法根据分析单元的物种丰富度及其包含多少已选取的分析单元所不包含的物种来筛选优

先保护区［７—９］。 受可获取的物种分布信息限制， 此前的研究通常以行政单元［９—１１］ 或较低空间分辨率的等面

积网格（如全球尺度的 １１１０ ｋｍ×１１１０ ｋｍ 网格、国家尺度的 ５０ ｋｍ×５０ ｋｍ 网格） ［３，１２—１３］为分析单元。 以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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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进行分析， 物种信息通常容易获得， 但未考虑行政单元之间面积差异对分析结果产生的影响［９］。 以等

面积网格进行分析则避免了面积差异带来的影响。 但使用空间分布率较低的单元网格， 虽然具有可不进行

空间整合或仅需要极少的整合就能满足维持物种有生存力种群（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的优点， 可由于未考虑

单元网格内部物种分布的空间差异， 不能准确识别需要保护的具体区域， 存在效率较低的问题［１４］。 并且分

析单元过大也限制了该方法在区域与次区域尺度上的应用。
随着更多生物多样性数据的获取与物种分布模型的发展， 利用较高空间分辨率的等面积网格物种分布

数据进行优先保护区识别成为主流［３］。 但随着数据空间分辨率提高， 直接使用传统算法可能出现如下问题：
（１）保护单元面积较小， 只识别与保护目标物种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分布单元不利于该物种种群的长期维持，
特别是区域内的小种群或局限分布的物种； （２）多个单元网格物种丰富度相同的情况发生率较高， 难以直接

通过比较物种丰富度高低来选出需要优先保护的单元网格。 此外， 传统方法对所有物种一视同仁， 未考虑

对研究区内保护急迫性较高的物种的优先保护。 因此， 本文设定了局限分布物种分布区 １００％保护的目标，
在物种组成互补性排序的基础上结合概率抽样， 构建基于物种保护重要值的重点保护物种优先保护区识别

方法， 并结合北京怀柔区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进行示范应用。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优先保护区识别方法

传统的互补性排序算法的具体过程为： 首先选出物种保护重要值（如物种丰富度）最高的单元网格， 将

该单元网格内包含的所有物种排除后再根据剩余物种重新计算单元网格的重要值并排序， 再次选出重要值

最高的单元网格并排除其包含的物种， 反复进行前述步骤直至所有列出的物种都被排除。 为解决前述问题，
本文对算法进行了如下调整：

为加强对保护急迫性高的物种的集中分布地的优先保护， 本文按物种的保护重要级对物种进行赋权，
并按公式（１）计算单元网格内所有物种累计的保护重要值（ ＩＶ）。

ＩＶ ＝ ∑
Ｎ

ｉ ＝ １
Ｗｉ （１）

式中， Ｎ 为单元网格内的物种数， Ｗｉ为第 ｉ 个物种的权重值。 设定类别权重最简便的方法是采用“等步长

（Ｅｑｕａｌ ｓｔｅｐｓ）”法［１５］。 如按保护重要级由高到低设置为： 一级＝ ７， 二级＝ ５， 三级＝ ３， 四级＝ １。 这种方法反

映了各类别在本质上是根据保护急迫性划分的序数等级， 并通过将步长设定为 ２， 强调了高等级物种的保护

急迫性。
单元网格按 ＩＶ 值由高到低排列， 选出 ＩＶ 值最高的单元网格。 当有 ｍ 个单元网格的 ＩＶ 值相同时， 则从

这些等值单元网格中随机抽取 ｋ 个网格。 可选择的组合数有Ｃｋ
ｍ ＝

ｍ！
ｋ！ ｍ－ｋ( ) ！

种。 取 ｋ＝「 ｍ
２
⌉。 这时能获得的

可选组合数最多， 为后续执行多次运算奠定基础。
网格选出后， 若无物种达到排除条件， 则继续按当前的 ＩＶ 值选取 ＩＶ 值次高的单元网格。 当有物种达到

排除条件时， 则将该物种排除， 并根据剩余物种计算剩余网格的 ＩＶ 值， 然后按前述规则继续选取单元网格。
反复进行前述步骤直至达到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的物种数被排除。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标准 Ｄ２［１６］提出将物种种群占有面积＜２０ ｋｍ２作为判断植物、动物等是否易受人类活动影

响， 并可能在极短时间成为极危， 甚至灭绝的评估标准。 为加强对局限分布物种的保护， 本文参考该标准，
将 ２０ ｋｍ２作为物种保护的面积底限， 即物种栖息地保护目标， 并将物种排除条件设定为： （１）对于分布面积

＜２０ ｋｍ２的物种， 则保护该物种全部分布区。 即当局限分布物种的分布网格都被选出时， 该物种被排除。
（２）对于分布面积≥２０ ｋｍ２的物种， 则该物种分布区纳入优先保护区的面积不低于 ２０ ｋｍ２。 即在选出的单元

网格中， 非局限分布物种的分布面积累计达到 ２０ ｋｍ２时， 该物种被排除。
需要注意的是， 互补性是一种动态的交互关系， 即某个单元网格对保护目标体系的潜在贡献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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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７］。 随着其他单元网格被选入保护网络， 该未选网格中部分或全部物种的保护目标可能已得到部分或完

全实现。 由于单次随机抽取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 本文执行 １０００ 次运算， 求得各单元网格在 １０００ 次

运算中被选中的次数， 即该单元网格的优先保护系数（Ｃｐ）。 物种组成独特、互补性高的单元网格将获得较高

的 Ｃｐ值； 而在物种组成相似性高的单元网格中加权物种丰富度较高的将获得较高的 Ｃｐ值。
按单元网格的 Ｃｐ值由高到低选取优先保护单元。 本文将满足栖息地保护目标的物种种数占比达到重点

保护物种保护率时选出的单元网格作为优先保护单元。
１．２　 案例应用

１．２．１　 研究区概况

怀柔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 北依燕山山脉， 南偎华北平原， 是首都北部重点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区， 也

是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区域。 总面积为 ２１２３ ｋｍ２， 山区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８９％。 全区生态保护红

线面积约 ９４２ ｋｍ２， 约占总面积的 ４４％。 北部的喇叭沟门—帽山区域位于我国暖温带与寒温带交接处， 保存

着北京面积最大的一片原始次生林。

图 １　 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组成与数量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ｒ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１．２．２　 目标物种

根据怀柔区生态环境局组织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结果，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年怀柔区野外观测记录到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植物 １４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植物 ６０
种、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１４８ 种（图 １）。
１．２．３　 物种分布区预测

对于分布点位数≥５ 个的物种， 利用 ＭａｘＥｎｔ 模

型［１８］， 结合气候（１９ 个生物气候因子）、地形地貌（海
拔、坡度、距离水体距离）、地表覆盖状况（生态系统类

型、植被覆盖度）、人为干扰（距离道路距离、距离居民

地距离）共 ４ 类 ２６ 个环境变量， 对物种分布区进行预

测。 为降低环境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剔除相关性

较高（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 ｒ ｜ ＞０．７）的环境变量。 最终模

型中采用的环境变量包括： Ｂｉｏ３（等温性）、Ｂｉｏ５（最暖

月最高温）、Ｂｉｏ１４（最干月降水量）、坡度、距离水体距

离、生态系统类型、植被覆盖度、距离道路距离、距离居

民地距离。 设置模型重复运算次数为 １０ 次， 取 １０ 次模拟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最终模拟结果。 利用受试者工

作特征（ｔｈ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ＲＯＣ）曲线下方面积（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 ＡＵＣ） ［１９］和真实

技巧统计值（ｔｒｕｅ ｓｋｉｌ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ＴＳＳ） ［２０］来评价模型的有效性。 当 ＡＵＣ 值大于 ０．７［２１］、ＴＳＳ 值大于 ０．５ 时［２２］表

示模 拟 效 果 可 接 受。 利 用 灵 敏 度⁃特 异 度 和 最 大 化 方 法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Ｓｕｍ Ｍａｘ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３—２４］确定划分物种分布区的阈值。 对于分布点位数＜５ 个的物种与模型模拟效果较差的物种， 则

根据其分布记录点位， 直接绘制物种空间分布网格图。 １ ｋｍ２通常为保护区最小面积［２５］， 因此本文单元网格

的大小设定为 １ ｋｍ×１ ｋｍ。
物种分布数据以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年在怀柔区开展的野外调查获取的数据为主———调查方法参考生态环境部

《县域生物多样性调查与评估技术规定》———并补充中国观鸟记录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ｒｄｒｅｐｏｒｔ． ｃｎ）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４ 年怀柔区的鸟类记录。 生物气候因子（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均值）数据下载自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ｏｒｇ）。 本文选用 ＷｏｒｌｄＣｌｉｍ 数据， 因其在物种分布模拟研究中被广泛应用， 并反映长期平均气候条件。
ＡＳＴＥＲ ＧＤＥＭ 数据下载自地理空间数据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ｃｌｏｕｄ．ｃｎ）。 水系、居民地、交通数据下载自全国地

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ｂｍａｐ． ｃｎ）。 基于美国陆地卫星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 ９ 影像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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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ｒｔ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ｕｓｇｓ．ｇｏｖ）， 按照《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生态系统遥感解译与野外核查》 （ＨＪ
１１６６—２０２１）进行遥感数据解译并得到 ２０２２ 年怀柔区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数据（分辨率 ３０ ｍ×３０ ｍ）， 使

用地面调查数据开展分类模型的训练和验证。 ３０ ｍ 年最大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分辨率 ３０ ｍ×３０ ｍ）下载自

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ｅｓｄｃ．ｏｒｇ．ｃｎ）。 采用像元二分法计算植被覆盖度。 环境变量数据空间

分辨率均重采样为 １ ｋｍ×１ ｋｍ。
１．２．４　 物种保护重要级分级

本文从物种的濒危程度（Ｃ ｔ）、物种价值（Ｃｖ）和受干扰强度（Ｃｄ）三个方面设置评估指标（表 １）， 结合实

地调查结果， 运用公式（２）—（３）计算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综合评价值（Ｃｓ）， 并评估物种在研究区内的保

护重要级。

表 １　 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重要级评估指标与赋值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ｒ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指标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分指标
Ｓｕｂ⁃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分级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得分
Ｓｃｏｒｅｓ

物种濒危程度 区域内稀有程度 在研究区内分布点极少， 仅调查到 １—２ 个分布点 ５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ｅｄ ｌｅｖｅｌ 在研究区内分布点少， 仅调查到 ３—５ 个分布点 ４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在研究区内分布点较少， 仅调查到 ６—１５ 个分布点 ３

在研究区内分布点较多， 调查到 １６—３０ 个分布点 ２

在研究区内分布点多， 调查到 ３０ 个以上分布点 １

国内濒危程度： 中国生 极危 ５

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等级 濒危 ４

易危 ３

近危 ２

数据缺乏 １

无危 ０

物种价值 保护价值： 特有性 华北地区特有 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中国特有 ２

非中国特有 １

保护价值： 保护等级 国家一级保护 ３

国家二级保护 ２

北京市重点保护 １

经济价值： 利用价值
重要的用材树种、绿化观赏或药用植物； 按照《陆生野生动物
基准价值标准目录》， 基准价值＞３０００ 元的动物； 有经济价值，
没有人工养殖或难养殖的鱼类

３

较好的用材树种、绿化观赏或药用植物； 按照《陆生野生动物
基准价值标准目录》， 基准价值 ３００—３０００ 元的动物； 有经济
价值， 有人工养殖的鱼类

２

无特殊经济用途的植物； 按照《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准目
录》， 基准价值＜３００ 元的动物； 无特殊经济用途的鱼类

１

物种受干扰强度 １００％－物种保护效率 ≥７５％ ５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５０％—７５％ ４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５％—５０％ ３

１０％—２５％ ２

＜１０％ １

指标值计算公式［２６］：

Ｃ ＝ ∑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ｎ

ｉ ＝ １
ＸＭａｘ，ｉ （２）

物种综合评价值（Ｃｓ）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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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 ＝ ０．６Ｃ ｔ＋０．２Ｃｖ＋０．２Ｃｄ （３）
式中， ｎ 为指标内分指标的个数， Ｘ ｉ为目标物种第 ｉ 个分指标的分值， ＸＭａｘ，ｉ为第 ｉ 个分指标的最大值。 指标

权重采用优序图方法确定。 物种 Ｃｓ值越大， 其在研究区内的保护重要级越高。 本文按 Ｃｓ值由高到低， 划分

四个等级： Ｃｓ值＞ ０．７ 为区域一级保护； ０．５＜Ｃｓ值≤０．７ 为区域二级保护； ０．３＜Ｃｓ值≤０．５ 为区域三级保护；
Ｃｓ值≤０．３ 为区域四级保护。

本文将物种分布区图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进行叠加， 以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物种分布区面积占其分布区

总面积的比例作为该物种在研究区内的保护效率［２７］。
１．２．５　 优先保护区识别

利用本文构建的算法与热点区域法两种方法识别怀柔区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优先保护区。
热点区域法基于重点保护物种总丰富度， 并按区域总面积 ５％［２８—３０］ 原则筛选出具有高物种丰富度的优

先保护区。
１．２．６　 保护空缺分析

将生态保护红线图层与优先保护区图层进行叠加， 识别出未被生态保护红线覆盖的优先保护单元部分，
并将其作为保护空缺。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目标物种保护效率与优先保护等级

根据 ２２２ 个目标物种的评估结果， 怀柔区高等植物平均保护效率为（８４．９０±２２．９３）％， 哺乳类平均保护

效率为（８３．３６±１１．６４）％， 鸟类平均保护效率为（３６．４２±２７．７９）％， 爬行类平均保护效率为（５７．０４±２３．１４）％，
两栖类（仅 １ 个重点保护物种）保护效率为 ５０．００％， 鱼类平均保护效率为（３０．５２±１７．２６）％， 昆虫平均保护效

率为（７６．８１±４０．１６）％。 保护效率超过 ９５％的物种数占比为 １８．９２％； 保护效率不足 ５０％的物种数占比达到

５５．４１％， 其中， 有 １４ 种鸟类（如白头鹤（Ｇｒｕｓ ｍｏｎａｃｈａ）、白枕鹤（Ｇｒｕｓ ｖｉｐｉｏ）、震旦鸦雀（Ｐａｒａｄｏｘｏｒｎｉｓ ｈｅｕｄｅｉ）
等）和 １ 种植物（柘（Ｍａｃｌｕｒａ ｔｒ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ｔａ））的分布区未被生态保护红线覆盖。 怀柔区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的

保护效率有待提升。
目标物种的综合评价值在 ０．２２９—０．８９６ 之间。 区域一级保护物种有 １９ 种， 占 ８．５５％， 该类型中绝大部

分种类为《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受威胁物种， 具有较高的物种价值系数， 其中有 １５ 个物种在研究区内

记录到的分布点数量不足 ５ 个， １３ 个物种保护效率低于 ５０％； 区域二级保护物种有 ７１ 种， 占 ３１．９８％， 该类

型物种具有较高的物种价值系数， 其中有 ２２ 个物种为受威胁物种， ３２ 个物种在研究区内的分布点数不足 ５
个， ４０ 个物种保护效率低于 ５０％； 区域三级保护物种有 １２４ 种， 占 ５５．８６％， 该类型中绝大部分种类为近危

物种， 具有中等的物种价值系数， 其中有 ２２ 个物种在研究区内的分布点数不足 ５ 个， ７２ 个物种保护效率低

于 ５０％； 区域四级保护物种有 ８ 种， 占 ３．６％， 该类型物种均为无危物种， 具有中等的物种价值系数， 在研究

区内分布广泛， 物种保护效率均超过 ５０％。
２．２　 优先保护区域与保护空缺

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热点区域位于东南部怀柔水库、雁栖湖等湿地及其周边区域， 其空间分布格局受重

点保护鸟类丰富度空间分布的重要影响； 而重点保护植物与哺乳类丰富度高值区均位于怀柔区北部和中部

山区， 重点保护爬行类丰富度高值区主要位于中部山区， 重点保护鱼类丰富度高值区出现在怀九河、怀沙河

部分河段， 重点保护两栖类和昆虫的分布较为分散（图 ２）。
８０％保护水平优先区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５．９２％， ９５％保护水平优先区面积占比为 ９．１０％， １００％保护

水平优先区面积占比为 １０．８３％。 优先保护单元主要分布在怀柔区北部喇叭沟门自然保护区、温栅子—老朝

阳、东石门—项栅子， 中部黑坨山—云蒙山区域以及琉璃庙河、白河沿线， 南部怀柔水库和雁栖湖及周边区

域以及怀九河、怀沙河沿线（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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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丰富度空间分布格局

Ｆｉｇ．２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ｒ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保护空缺主要分布在怀柔区南部怀柔水库周边区域、雁栖湖及其周边区域， 以及怀九河上游区域。 在

８０％保护水平优先区中， 保护空缺总面积占比约 ５３．０２％； 保护空缺中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镇生态

系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１．３４％、２．５３％、２０．２２％、２．７０％、１５．０７％和 ２７．９２％。 在 ９５％保护水平优先区中， 保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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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优先保护区域与保护空缺

Ｆｉｇ．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ｓ ｆｏｒ ｋｅ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Ｈｕａｉｒｏ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缺总面积占比约 ５６．１３％； 保护空缺中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镇生态系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７．６１％、
２．６８％、２０．９０％、１．９５％、１６．６５％和 ２０．０４％。 在 １００％保护水平优先区中， 保护空缺总面积占比约 ５３．３３％； 保

护空缺中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镇生态系统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８．０５％、２．４２％、２０．７３％、１．８２％、１５．９０％
和 ２０．９０％（图 ３）。

３　 讨论

物种丰富程度与互补性是筛选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的两个重要量化维度［４，２８—２９］。 热点区域法识别的

优先保护区分布集中， 并形成较大的保护斑块（图 ２）， 而互补性排序算法得到的优先保护单元在空间上分布

相对分散， 斑块面积小（图 ３）。 基于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的“大而少”原则认为单个大生境斑块（ＳＬ）比总面

积相同的多个小斑块（ＳＳ）具有更高的多样性（ＳＬ＞ＳＳ） ［３１］。 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了大多数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制定与保护规划———优先保护面积大、连通性高的区域， 而对保护离散的小型栖息地斑块则持相对模糊的

态度。 然而许多研究发现 ＳＬ 与 ＳＳ 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ＳＳ＝ＳＬ）， 或证明了相反的模式（ＳＳ＞ＳＬ） ［３２—３４］， 即“大
而少或小而多”（Ｓｉｎｇｌｅ ｌａｒｇｅ ｏｒ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ＳＬＯＳＳ）争论。 相较于少量大型斑块， 多个小型斑块通常能维持

更多特化种， 并为需要重点保护的濒危物种提供关键栖息地［３５］。 不同类群重点保护物种的分布区在空间上

重叠有限（图 ２）。 互补性排序算法的结果反映了物种在空间分布上的这种差异性。 这些识别出的离散、小型

斑块在物种保护与保护网络优化设计方面具有显著潜力［３６—３９］， 特别是在人类活动持续加剧栖息地丧失与破

碎化的背景下。 小型斑块具有单位面积物种承载效率高、对 β－多样性贡献显著以及分散风险等优势［３３，３５］。
而仅保护高物种丰富度区域， 将会遗漏一些物种， 制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努力。 如热点区域法识别的保护

优先区仅集中分布在怀柔区南部。 由于怀柔区重点保护物种丰富度受鸟类丰富度主导， 导致热点区域法划

定的保护优先区对除鸟类外的其他生物类群保护不足。 因此， 有必要结合互补性排序算法， 补充保护具有

独特物种分布的小型斑块， 形成互补性保护格局， 从而全面提升区域重点保护物种保护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 不同物种对最小斑块面积的需求具有差异， 而生物最小面积需求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Ａｒｅａ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Ｒ）是保护规划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４０—４１］。 栖息地丧失与破碎化是导致物种丧失的主要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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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素［４２］。 且栖息地丧失还调控并诱导了生物多样性对生境破碎化的单峰响应［４３］。 为切实保障研究区域

内物种的长期存续， 需要尽可能地保障物种栖息地的面积规模。 尽管基于物种分布模型的空间规划方法能

够有效整合物种分布信息， 但却无法确定筛选出的区域足够维持物种有生存力的种群［３］。 特别是在使用公

里网格尺度的数据时， 由于分析单元面积有限， 如按传统算法对于单个物种仅筛选出一个或少量优先保护

单元将难以维持其在研究区内的长期存续。 为此， 本文在算法中引入了“物种栖息地保护目标”参数。 该参

数的设置意义是在保护优先区中为特定物种保存达到目标数量的栖息地面积。 由于本算法既考虑了物种组

成上的互补， 也考虑了对物种栖息地面积的保护， 因此单元网格保护重要值（ ＩＶ）不只体现单元网格在提升

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上的贡献， 也反映了该单元网格在物种栖息地保护目标实现上的重要性。
而物种栖息地保护目标的科学设定需要结合保护对象的 ＭＡＲ 以及保护成本投入（如面积）等信息， 并尽

量提高哺乳类、鸟类等高 ＭＡＲ 物种的保护面积。 ＭＡＲ 受到生物类群、体型大小、营养级等影响［４４—４５］， 可通

过种群生存力分析（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等方法进行估算。 物种分布模型与种群生存力分析相结合

的方式也有助于优化优先区识别结果［４６］。 但这需要对所关注的目标物种种群动态、家域范围等进行长期生

态观测以获取科学的分析数据。 受数据可获得性限制， 本文在评估过程中没有针对各个物种设定栖息地保

护目标， 而是参考 ＩＵＣＮ 红色名录标准 Ｄ２， 从加强局限分布物种保护的角度， 将各物种栖息地保护目标统一

设定为 ２０ ｋｍ２。 这个阈值基于物种保护的面积底限， 很可能导致最终得到的优先区范围小于一些高 ＭＡＲ 物

种的实际保护需求。
利用互补性排序算法识别重点物种优先保护区在本质上寻求的是识别研究区域内对重点物种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的关键点位。 然而， 该算法未纳入如土地使用、管理费用和社会经济影响等经济成本考量。 因此，
与其他仅依赖生物多样性信息的分析方法一样， 本研究算法所识别的优先保护区并不能直接作为保护干预

措施的实施区域———此类优先保护区内的管理行动应首先侧重于监测与预警［４７］。 特别是由于此类优先保护

区所隐含的重点物种保护率目标（如达到 ８０％、９５％、１００％覆盖率）， 使得各个优先保护单元成为监测与预警

中不可替代的关键点位。 此外， 受物种分布模型固有局限性的影响， 输出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误报（Ｆａｌ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与错报（Ｆａｌ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造成筛选出的优先保护区中并不一定包含设定的目标物种， 这也需要通过

后续实地调查进一步验证［４８］。
在重点保护物种关键分布点位上实施的就地保护（Ｓｉｔ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也需同区域生态空间保护相结

合， 以切实减缓生物多样性下降驱动因素的影响［４９］。 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实施生态空间保护的创新模式，
扩大了对具有重要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区域的覆盖， 有助于实现对自然保护区外分布的物种及其栖息地的

大规模保护［５０］。 如怀柔区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了全区 １００％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８６．５７％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９６．７７％的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９４．８７％的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通过生态保护红线与

优先保护区的叠加分析， 识别出红线内的优先保护区、红线内的非优先保护区、红线外的保护空缺区三类区

域（图 ３）， 有助于指导区域分类保护与管理。 如： 尽可能将红线内的优先保护区纳入保护地管理范围； 加强

其他生态保护红线区特别是优先区周围区域的生态保护修复， 加强重点保护物种生境管护， 建设阻隔人为

活动干扰的缓冲带； 因地制宜加强保护空缺区生态友好型建设， 如城市和农田周边林地的保留与恢复， 建设

生物多样性友好的社区花园等； 以及探索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ＯＥＣＭｓ）实践。

４　 结语

重点保护物种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对象。 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为掌握区域内重点保护物种保

护状况、优化就地保护规划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区域重点保护物种保护率， 获得更具成本效益的重点保护物

种保护规划单元组合， 本文构建了基于物种组成互补性排序与概率抽样的优先保护区判识算法。 该算法有

效解决了传统算法中因多个单元网格保护重要值评分相同而产生的选址决策难题， 并通过物种权重系数设

定， 实现了对区域内高保护等级物种的优先保护， 通过物种栖息地保护目标设置， 确保了优先保护区内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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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栖息地面积达到一定规模。 基于物种组成互补性筛选的优先保护单元往往呈现空间离散分布特征， 但应

充分重视离散的小型斑块对维持重点保护物种的重要贡献。 建议采取“点状保护与区域生态空间保护相结

合”的策略， 在加强重点物种关键分布区保护的同时， 系统性减缓人类活动干扰与栖息地丧失的影响。 在识

别重点物种保护关键点位的基础上， 需进一步开展生态连通性评估与社会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从而为保护

网络优化及 ＯＥＣＭｓ 的实施提供更科学可行的选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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